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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“蜀石经”对《十三经》结集的决定作用（舒大刚） 

(2007-7-13 15:47:06)

作者：舒大刚    转载于：儒藏网（http://www.ruzang.net）  

     内容摘要：儒家“十三经”何时结集而成，自古迄今，众说纷纭。本文通过考察，发现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

宋宣和的“蜀石经”，已经将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

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和《孟子》刻入石经，从而完成了“十三经”的结集过

程。《孟子》之刻入石经，标志着儒学从“尊经重传”，到“尊经重子”传统的转变；也预示着儒学从重视“经学”

到重视“理学”的时代的来临。 

      

    关键词：蜀石经；后蜀；十三经；孟子 

    《十三经》是儒家最为重要的十三部经典，它们是儒家学说的基础，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源头。从早期儒家

诵法“六艺”，到后期儒家言必称“十三经”，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，并逐渐固定化的过程。儒家经典，从

孔子时代的“六经”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到西汉的“五经”（“六经”无

《乐》）；又从“五经”发展到“七经”（“五经”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），再发展到“九经”（《易》、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春秋三传》）[1]、“十二经”（“九经”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）和

“十三经”（“十二经”加《孟子》）。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只是儒家经典数量简单增加，儒家从事思想创造时文献

取材范围的扩大而已。但实际上反映出的却是不同时期儒家思想不同的价值取向。儒家“十三经”实际是“经”、

“传”、“子”的汇合，原始“六经”（或“五经”）代表的是三代旧制和故典，历史性、客观性是其主要特点；而

《春秋》之《三传》、释礼之《礼记》，是关于《春秋》经和《仪礼》经的解释和说教，主观性、现实性的色彩逐渐

增浓；至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原本就是“子书”，是阐发以孔子、孟子为主的早期儒家的思想资料，个性化色彩自

然比“传”或“记”都大得多。由此可见，儒家经典扩大化的过程，已经呈现出“由经而传”，再由“由传而子”的

典范转换，也反映出儒家学说的话语资料从重视客观的“经”（或“史”），进而兼重（甚至“独重”）“子”书的

历史变迁。从学术史的角度讲，每一次经典文献的扩展，基本上都或隐或显地预示着学术典范甚至儒学发展新阶段的

来临和开始，儒家经典的扩大史也是儒学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或重要组成部分。因之，研究和揭示儒家经典的形成过

程，对揭示儒家知识视域的不断扩大，展示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不断转换，对完整地认识儒学发展史，都具有不容忽

略的意义。可是，由于目前尚无对“十三经”形成过程的专项研究，因此人们在叙述这一过程时，难免辞浮于事，论

谬于实。比如何人在何时何地最早将儒家这十三部经书会聚在一起？“十三经”的称名以何时何书最早？目前都还歧

说纷呈，矛盾互异。 

    本文通过考察发现，将“十三经”合刻一处实始于五代北宋间的“蜀石经”，“十三经”的称名也以“蜀石经”

最先。因此，“蜀石经”应该是儒家“十三经”结集的最早尝试，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“儒学《十三经》”！ 

               一、有关“十三经”结集的种种说法 

    “十三经”作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，其形成和结集过程历来为讲学家和研究者所关心。各类经学著作，无论是

《群经概论》，还是《十三经概论》，也无论是《经学历史》，或《经学概论》等，都照例要在首章或相当于首章的

位置列出“从六经至十三经”之类的章节。只可惜关于“十三经”的结集时代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认识，有时甚至矛盾

重重，错误百端。下面让我先略作回顾： 

    一说形成于清代。蒋伯潜《十三经概论》在“经与十三经”章中说： 



    “彼时（汉代）所谓‘经’者，仅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……五代时，

蜀主孟昶刻《石刻十一经》，去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，而入《孟子》，此《孟子》入经部之始。……清高宗乾隆时，

既刻《十三经》经文于石，立之太学，而阮元又合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且附以《校勘记》。此《十三经》完成之经过

也。”[2] 

    蒋先生还在《经学纂要》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过申说，以为“及清高宗刻《十三经》于太学，于是《十三经》这

部丛书乃成定本。”[3] 

    二说形成于明代。顾炎武：“宋时程、朱诸大儒出，始取《礼记》中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及进《孟子》以配

《论语》，谓之《四书》。本朝因之，而‘十三经’之名始立。”[4]乾隆十二年《御制重刻十三经序》亦谓：“宋

儒复进《孟子》，前明因之，而‘十三经’之名始立。”杭士骏《经解》一方面以“明嘉靖、万历间，南北两雍，前

后幷刻，而《十三经》之名遂遍海宇矣。此诸经分合之大略也。”[5]刘藻《经解》则谓“十三经”之形成“盖始于

唐，衍于宋，而终于明之世云。”[6]今世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亦从此说[7]。 

    三说形成于宋代。朱剑芒《经学提要》总论：“自宋列《孟子》于经部，《十三经》之名，亦因以成立。”[8]

今之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从之[9]。夏传才《十三经概论》第一章也承此说：“到宋代，原来‘十二经’再加上《孟

子》，便成为流传至今的《十三经》。” 

    “宋代说”又有北宋、南宋之分，如杨柏峻《经书浅谈·序》：“到宋代，理学家又把《孟子》地位提高，朱熹

取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两篇，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称为《四书》，自己集注，由此《孟子》也

进入‘经’的行列，就成了《十三经》。”[10]据此则“十三经”结集在朱熹撰《四书集注》之后的南宋后期。 

    综上所列，有关“十三经”结集的说法，有宋代，有南宋，有明代，有清朝等说。在如此悠长的时间内，都被认

为是“十三经”形成的时间，何其绵延之长而持续之久也！“十三经”到底结集于何时，必有真伪是非于其间者，是

当深入考察者也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二、扑朔迷离的“蜀石经” 

    

    “蜀石经”是历代石经中校刻精审、特色鲜明、质量较高的一种，在当时即受到重视，研究经学的人常常引以为

校勘的善本（如晁公武、朱熹等）。“蜀石经”也是历代石经中唯一一种在经文之外还附有注文的一种，也是规模最

大的一种，刻成之时，“其石千数”[11]，左廊右庑，蔚然大观。然而由于“蜀石经”在南宋末年即已开始散佚，至

明朝初年已经无碑可观，其形制之详已不可得而知，其经典之数也多为学人所忽略，有关“蜀石经”的详情只能用

“扑朔迷离”来形容之了。时至今日，关于“蜀石经”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[12]，对“蜀石经”镌刻的经过、特点、

存佚、残片及其校勘价值等问题，都作过明确探讨。但是，对“蜀石经”与中国儒学史的关系，特别是“蜀石经”对

儒家经典结集的重要促进作用，却还注意不够。从清初以至今人关于“十三经”结集时代的种种异说与分歧，都缘于

对“蜀石经”认识和研究不足。这里愿意结合儒家“十三经”结集过程的考察，谈一点对“蜀石经”的认识。 

    蜀石经，或称“孟蜀石经”，又称“石壁九经”、“石本九经”、“蜀刻十经”、“蜀刻十一经”、“蜀刻十二

经”和“石室十三经”等。从这些称呼，即可见历代学人对“蜀石经”的面貌特别是所刻经数的不同认识和理解，也

反映出学术界对“蜀石经”认识的模糊程度。 

    北宋盛行“九经”说。宋赵抃《成都记》：“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，取《九经》琢石于学宫。”[13]张俞《华阳

县学馆记》：“惟孟氏踵有蜀汉，……遂勒‘石书九经’。”[14]席益《成都府学石经堂图籍记》又说：“蜀儒文章

冠天下，其学校之盛，汉称石室、礼殿，近世则‘石壁九经’，今皆存焉。”[15]吕陶《经史阁记》也称：“蜀学之

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，其具有三：一曰文翁之石室，二曰髙公之礼殿，三曰石壁之九经。”[16]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

四亦有“蜀石本九经”，“皆孟昶时所刻”之说。北宋时期，“九经”一词多泛称，相当于“群经”之意，如赵抃、

张俞、席益等文均是。不过吕陶之文又说：“孟氏……取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

刻于石，……吾朝皇祐中，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（元均）……附以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传》，所谓‘九经’

者备焉。”备列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传》

九种，似又实指。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九一亦有“石本九经”一目。 

    除“九经”说外又有“十经”说。晁公武《石经考异序》列“伪蜀相毋昭裔”所镌“石经”曰：“《孝经》、

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，广政甲辰岁张德钊书；《周易》，辛亥岁阳钧孙逢吉书；《尚书》，周德正书；《周礼》，孙

朋吉书；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，张绍文书；《左氏传》不志何人书，而‘详’字阙其画，亦必为蜀人所

书。然则蜀之立石盖十经。” 



    不过晁序所说“十经”仅指孟蜀时期八年之中所刻，没有包括北宋后续所刻数种，因此“十经”说不代表“蜀石

经”全部。后来有人说：“后蜀广政年间，宰相毋昭裔以楷体写10部经书，立于成都石经堂。”如仅就五代孟蜀而言

并不错，切不可以为“蜀石经”只有十部那就不太准确了。 

    明代以来始有“十一经”之说。明顾起元有称：“蜀（永）〔广政〕年之‘十一经’。”[17]那么是哪十一经

呢？蒋伯潜先生说：“五代时蜀主孟昶《石刻十一经》，不列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而加入《孟子》。”近时又有人

说：“五代时，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三《礼》、三《传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等

十一经，刻石列于成都学宫”云云，或以为蜀刻只有十一经，或以为《三传》、《孟子》都是孟蜀时所刻，或将《孝

经》和《尔雅》从“蜀石经”中排出，都是想当然之辞，殊非事实。 

    还有的史料讲“蜀石经”时只列七种，吴任臣《十国春秋·后蜀主本纪》便是如此：“广政十四年，诏勒诸经于

石。秘书郎张绍文写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秘书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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